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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肺移植临床研究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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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肺移植作为目前公认的唯一有效的治疗终末期肺病的方法，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但目前肺移植

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排斥反应、感染、移植后急性肾损伤、移植后糖尿病、缺血-再灌注损伤、供者短缺等。

2024 年，中国肺移植学者在临床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着眼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并为肺移植手

术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就 2024 年度肺移植领域的临床研究和技术创新展开系统综述，总结我国 2024 年度在肺

移植领域临床研究取得的成果，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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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ng transplantation is currently the only recognize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end-stage lung disease and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However, lung transplantation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rejection,
infection,  post-transplant  acute  kidney  injury,  post-transplant  diabetes  mellitus,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and  donor
shortage, etc. Chinese lung transplantation scholar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2024, focusing on the study and solution of the above problems, and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lung transplantation surgery.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linic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in
2024,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in 2024, and aims to
providing new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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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Post-transplant diabetes mellitus; Donor shortage

 

肺移植是目前公认的唯一有效的治疗终末期肺病

的方法[1]。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学者们在肺移植领

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临床研究，为解决肺移

植中存在的诸多挑战提供了新的认识和策略。本文将

全面梳理 2024 年中国团队发表的关于肺移植的最新

临床研究成果，旨在为医学界提供一个深入了解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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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领域所取得重要进展的窗口。学者们关注了肺

移植的诸多关键问题，包括排斥反应、感染、急性肾

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体外膜肺氧合

（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等。伴随着我国众多专家学者的不断尝试和经验总

结，移植相关问题被逐年突破。本文就 2024 年度肺

移植临床相关研究的前沿以及移植领域的研究进行综

述，总结我国 2024 年在肺移植领域取得的成果，并

为肺移植领域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策略。 

1    检索策略

为了解肺移植领域在 2024 年度文献发表情况，

笔者在 PubMed 按以下检索策略进行限定检索：选定

检 索 词 “ lung  transplantation[MeSH  Terms]  OR  lung
transplantation[Title/Abstract]” ， 发 表 时 间 限 定 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检索出 1 278 篇文

献，在此检索结果上，利用“AND China[Affiliation]”
得到我国团队发表的 129 篇文献，提示全年中国发表

文献占比 10.09%。同时，为更加全面，笔者也扩

大了检索范围，一同解读了一些移植相关的有价值

文献。 

2    中国肺移植临床研究进展
 

2.1    排斥反应

同种异体移植失败仍然是肺移植领域的一个主要

障碍，主要包括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可通过活体组

织及影像学检查进行诊断和监测[2]。其中，慢性移植

肺功能障碍（chronic lung allograft dysfunction，CLAD）

仍然是影响受者长期生存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预

防手段中，阿奇霉素在减轻移植物功能下降方面显示

出较好的疗效[3-4]，然而，其对总生存期的影响尚无

定论，单次使用阿奇霉素对 CLAD 的预防性治疗效

果有限。中日友好医院通过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发

现，在使用阿奇霉素预防的前提下，长期联合阿托伐

他汀治疗可能短暂改善肺功能，降低炎症水平从而提

高生存率，可能有利于 CLAD 的预防[5]。

免疫抑制治疗是有效应对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关

键手段。他克莫司应用于肺移植术后标准三联免疫抑

制药治疗，被认为是肺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的基石。然

而，其狭窄的治疗范围和较大的药代动力学差异为患

者的个体化治疗带来了挑战。现有的他克莫司群体药

代动力学模型总体预测性能均有不足，而贝叶斯预测

能够显著提高预测性能，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6]。基

于此，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建立了一个预测模型，结合

中国肺移植人群的药物基因组学和临床数据以确定他

克莫司的初始剂量[7]，并进一步提出低他克莫司水平

与高内部变异性的组合可考虑用于评估肺移植术后受

者发生不良临床结局的风险[8]。此外，在应用免疫抑

制药的同时，需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所带来的不良反

应。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团队研究结果

表明，初始移植后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肺移植受者出现药物相互作用的频率较高，唑

类药物与免疫抑制药联合用药表现出药物相互作用的

高风险[9]。 

2.2    感　染

肺移植受者由于免疫抑制、频繁使用抗生素和长

期住院等因素，其感染风险大大增加。根据《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报告》，中国约 60% 的肺移植受者在术

后早期发生肺部感染，肺部细菌感染例数占中国所有

肺部感染总例数的 68.1%[10]。肺部细菌感染对肺移植

受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危及生命，导致了

约 40% 的围手术期死亡。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

民医院通过 2 项研究确定了年龄、术前多重耐药菌感

染史、供肺细菌感染（如鲍曼不动杆菌）以及长时间

缺血均为术后早期肺部细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受

者氧合指数和术中失血量是影响 1 年生存率的独立预

后危险因素[10-1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采用

新一代测序技术对肺微生物组和宿主转录组特征进行

了观察性研究，发现在围手术期预后不良的患者中，

支 原 体 和 弓 形 杆 菌 数 量 增 加 ， 孪 生 球 菌 属 数

量减少，且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IL）-10、IL-
1β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增加[12]。因此，肺微生物

组和细胞因子可被看作肺移植术后预后的潜在生物标

志物，其与微生物组与肺部免疫、受者基因的表达差

异及取样位置等因素均有关[12-13]。

随着临床实践中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问题日

益严峻，曾因毒性过高而被放弃的多黏菌素类抗生素

重新受到了广泛关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

院团队评估了硫酸黏菌素在肺移植受者中的临床疗

效、微生物学疗效及不良事件，并构建了群体药代动

力学模型，研究发现其清除率受呋塞米使用和肾功能

的显著影响，目前说明书推荐的剂量方案可能导致肺

移植受者在最低抑菌浓度超过 1 mg/L 时出现亚治疗

暴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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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来源性感染是影响肺移植受者预后的重要因

素。使用感染多重耐药微生物，尤其是碳青霉烯类耐

药微生物（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CRO）的

供者器官的风险与益处引发了广泛讨论。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通过分析肺移植术后 48 h 内合并

下呼吸道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肺移植受者数据，确定

了耐碳青霉烯的绿脓杆菌感染和绿脓杆菌合并细菌感

染是肺移植受者术后 30 d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15]。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团队采用 Xpert  Carba-
R 检测用于实时筛查供肺中的 CRO 感染，发现该检

测 方 法 在 床 旁 对 供 肺 进 行 筛 查 ， 能 够 有 效 降 低

CRO 相关感染的发生率和病死率，为临床医师提供

了快速、准确的 CRO 感染筛查工具[16]。 

2.3    急性肾损伤

AKI 是 肺 移 植 术 后 常 见 并 发 症 ， 发 生 率 为

39.9%～76.0%[17]，严重影响肺移植受者术后短期及

长期生存率[18]。中日友好医院通过对不同 AKI 亚型

进行分析，确定了术后 7 d AKI 不完全恢复是预测肺

移植受者不良结局的可靠指标[19]。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研究团队通过观察患者术后 72 h 内是否发生 AKI 及

术后 30 d 内的肾脏预后，确定了围手术期容积是肺

移植术后早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实现液体

摄入和输出的平衡或轻微的负平衡是降低 AKI 发生

率和增强患者短期预后的关键策略[20]。北京友谊医院

团队研发了一种基于基因型的列线图，可用于评估肺

移植术后 AKI 的发生风险，有助于指导临床实践中

的个性化预防策略[21]。 

2.4    移植后糖尿病

糖尿病是影响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病死率的重要原

因之一。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注册数据显示，糖尿病与

肺移植术后 5 年及 10 年病死率的增加密切相关 [22]。

既 往 研 究 表 明 ， 年 龄 、 体 质 量 指 数 （ body  mass
index，BMI）、性别和种族是移植后糖尿病（post-
transplant diabetes mellitus，PTDM）的危险因素[23-24]。

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团队的研究表明，高龄、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升高、KCNJ11 基因多态性和早期使用他

克莫司也是肺移植术后 PTDM 的重要危险因素，而

PTDM 的发生并未显著影响肺移植受者术后肾功能、

感染发生率、移植物功能障碍发生率及病死率[25]。 

2.5    缺血-再灌注损伤

缺 血 -再 灌 注 损 伤 （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RI）在肺移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进一步导致

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同济大学医学院团队确定

了 IRI 的 3 个潜在的中性粒细胞外陷阱相关生物标志

物[26]。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合

作团队的一项基因富集分析结果表明，肺移植再灌注

后凋亡和坏死性凋亡相关基因表达显著上调，细胞焦

亡、细胞凋亡和坏死性凋亡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统称为 PANoptosis，在肺移植物中显著上调[27]。上述

发现均可能为 IRI 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解决思路。 

2.6    其他常见围手术期并发症

术中低温定义为核心温度<36 ℃，是肺移植围手

术 期 常 见 且 可 预 防 的 并 发 症 ， 发 生 率 为 44.3%~
83.3%[28-29]。广州医科大学团队通过构建列线图预测

肺移植受者术中低温的发生，结果证实该模型具有良

好的预测价值，可指导临床肺移植术中低温高危个体

的筛查[30]。

气道并发症是影响肺移植术后早期生存率的重要

因素，主要包括气道狭窄、裂开、软化等，其中，气

道 狭 窄 与 发 生 率 和 病 死 率 高 度 相 关 ， 横 截 面 积

减少>50% 可确诊为重度气道狭窄，需临床干预。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团队此前的研究表明机器学习算法在

预测肺移植受者生存结果方面的有效性[31]，在此基础

上，研究团队扩展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使用随机

森林算法和确定系数特征选择方法构建的最优机器学

习模型，可有效预测肺移植术后受者需要临床干预的

气道狭窄[32]，有助于其健康管理。

术 后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是肺移植术后另一种常见并发

症。南京医科大学团队研究发现，肺移植受者的认知

功能障碍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患者可大致分为

POCD 高危和低危两类。早期康复锻炼、疼痛程度、

ICU 停留时间以及供肺冷缺血时间均为影响 POCD
的重要因素[33]。 

2.7    体外膜肺氧合

近年来，ECMO 已成为等待肺移植患者肺功能

的关键支持系统，在肺移植术前采用 ECMO 作为桥

接疗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患者身体状况恶化，改善整

体 健 康 状 况 ， 从 而 为 成 功 肺 移 植 创 造 最 佳 条 件 。

ECMO 技术不断改进，然而不同插管途径的局限性

和不良反应仍未阐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

队发现升主动脉-股静脉 ECMO 插管策略可向器官灌

注充足有效的含氧血液，且部分不良反应（如术后感

染、心力衰竭和术后出血）的发生相较于股动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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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和腋动脉-股静脉插管少。据统计，不同插管方

式对器官长期存活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4]。此

外，短期无肝素钠抗凝治疗未导致严重血栓形成或相

关死亡，表明这是肺移植围手术期 ECMO 的一种安

全可行的策略[35-36]。

有关 ECMO 应用的预后因素研究仍存在一定的

不一致性。有研究表明，肺移植中与 ECMO 桥接相

关的病死率受 ECMO 支持时间延长、肝肾功能下降

以及 ECMO 期间并发症等因素的影响[37]。亦有研究

表明，年龄>51 岁、高 BMI、移植前透析史、供者高

血压史、缺血时间延长和高血清总胆红素是 ECMO
桥接肺移植患者生存的不良预后因素[38]。为更好地预

测采用 ECMO 作为桥接疗法患者的预后，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团队构建了列线图，根据临床和病理特征预

测术前采用 ECMO 治疗患者的预后[38]。广州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构建的风险评分模型基于 6 个危

险因素（原发病诊断、肺动脉收缩压、性别、手术类

型、肌酸激酶同工酶 MB 和 N 末端脑钠肽前体）预

测术中 ECMO 需求[39]。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 院 团 队 构 建 的 风 险 预 测 模 型 表 明 优 化 患 者 的

BMI、手术时间、乳酸水平和驱动压力等，可降低患

者延长机械通气的风险[40]。上述模型的开发和验证为

临床医师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有助于优化

ECMO 桥接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预后质量，促进

临床资源的合理分配。 

2.8    技术创新与手术改进

劈裂式肺叶移植（split lobar lung transplantation，

SLLTx）是传统肺叶移植基础上的一项技术革新，其

通过对供肺进行解剖性劈裂，使得一个肺脏可以给

2 例小胸腔受者行双侧肺叶移植。目前，SLLTx 已成

为供肺的有效利用方式。在此基础上，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右劈裂肺移植方法，并证实

其效果及预后良好[41]。

肺动脉吻合术是肺移植术中的关键步骤，传统的

肺动脉吻合术可能与不同程度的出血、扭转、畸形和

其他并发症有关。传统的端-端吻合术重建肺动脉

后，受者肺动脉呈现几乎垂直的扭转角度。广州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采用肺动脉端对侧重建技术有

效消除了角扭转，为肺上叶左向右倒置移植提供了技

术参考[42]。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使用供者

和受者肺动脉残端折叠的肺动脉吻合术，可降低重建

动脉血栓形成、扭转和狭窄的风险，同时不延长手术

时长[43]。 

2.9    肠道菌群代谢特征

既往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变化与器

官移植有关，但在肺移植背景下对该领域的研究较为

有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分析了肺移植受者

肠道微生物组和代谢组的变化，结果表明肺移植受者

肠道的优势菌群为肠球菌属和链球菌属，拟杆菌属、

草履虫属、粪杆菌属和普雷沃氏菌属的丰度下降，同

时观察到全反式维甲酸水平的显著降低和 IgA 产生的

抑制，这一变化可能与肠球菌属密切相关[44]。上述特

征可能与肺移植受者的预后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肺

移植术后受者肠道菌群及代谢组的变化与排斥反应之

间未见统计学关联[44]。 

2.10    供者短缺

在供者短缺的背景下，边缘供者的利用和标准供

者的扩展对肺移植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南京医

科大学团队回顾性分析了 2018 年至 2022 年在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接受肺移植术受者数据，结

果表明边缘供者 [ 符合以下任何 1 项标准：供者年

龄 >55 岁 、 氧 合 指 数 <300  mmHg（ 1  mmHg=
0.133 kPa）、吸烟史≥20 包/年、X 线胸片检查结果

异常、支气管镜检查中有脓性分泌物 ] 的受者总体生

存率显著低于标准供者的受者；但在适当的评估和管

理方式下，边缘供肺肺移植受者在短期和长期内仍可

获得与标准供肺肺移植受者相当的效果[45]。在当前肺

移植策略下，延长供肺的同种异体移植缺血时间

（allograft ischemic time，AIT）也成为一种解决供者

短缺的潜在策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团队的研究表

明，虽然延长 AIT 可能使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等

早期结局恶化，但对于长期生存率并无显著影响[46]。

这表明在供者短缺的情况下，延长 AIT 或许是一种

可行的策略，但使用时需谨慎评估移植术后的动态风

险变化，以确保受者在短期内能够产生耐受，并在长

期内获得良好预后。

大多数医疗机构对于脑死亡器官捐献与可控型心

脏 死 亡 器 官 捐 献 （ controlled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cDCD）采用相同的供肺标准，但 cDCD 肺移

植中扩大标准供肺的可行性尚不清楚。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团队的一项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在 cDCD 肺移

植中使用扩大标准的供肺可能是一种可行的肺移植策

略[47]，但该设想仍需要明确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供肺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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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儿童肺移植

对于终末期肺病患儿，尤其是保守治疗失败的患

儿，肺移植成为能够挽救其生命的唯一治疗选择。目

前，他克莫司用于预防儿童肺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初

始剂量尚不清楚。徐州医科大学团队在考虑体质量、

CYP3A5 基因型和伏立康唑联合给药影响的条件下，

首次优化了血细胞比容正常的肺移植患儿他克莫司的

给药初始剂量[48]，并模拟了低血细胞比容的肺移植患

儿他克莫司的推荐初始剂量[49]。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

锡人民医院团队报道了 1 例 5 岁儿童因 ABCA3 基因

突变导致的肺间质纤维化成功接受双肺移植的病

例[50]，表明了双肺移植在治疗儿童肺间质纤维化中的

有效性，为类似病例提供了临床经验。 

3    小结与展望

2024 年，中国肺移植领域在临床板块研究取得

了一系列重大发展，这与国内各位专家学者的刻苦钻

研息息相关。科研工作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努力减

少感染和排斥反应，研究改善 ECMO 患者预后的方

法，对现有技术与手术方法也提出了创新与改进方

案。肺移植领域的技术进步和临床实践等优化，为患

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更好的预后，也为中国移植领

域研究在国际的地位奠定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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